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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全面复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自由主

义、社群主义、话语政治理论、后现代政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等都成为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许多

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同传统政治哲学相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的

范式转变。 

一、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一般说来，政治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或政治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体

制的建构和政治活动的开展进行价值判断，并提供理念基础的哲学反思活动。政治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通过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调控社会秩序，因此，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所谓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

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而所谓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

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

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  

按上述区分，可以断言，传统政治哲学，以及传统史学、社会学等，都以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为主导。它们主要以国家权

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而

忽略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或者将这些微观权力视作被宏观权力决定的、微不

足道的附属物。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虽然关于宏观权力的思考依旧是研究的主题，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发展趋势。首

先，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后现代微观政治学开始了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福柯关于军队、监狱、医院、学校

等边缘化领域中的规诫性的、规范化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的分析，以及德勒兹等人关于欲望政治的分析和博德里亚关于边缘与差

异政治的分析，都属于典型的微观政治哲学批判。其次，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建立在各种政治

因素连接基础上的领导权和多元的新社会运动，以及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显而易见属于围绕着领导权而展开的微观政治斗争。

再次，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学理论和长时段理论，以及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等，还有20

世纪西方哲学界的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等，都在方法论上自觉不自觉地揭示出微观政治的重要性。因此，凯尔纳

和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中断言，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许多左派的新社会运动开始“拥抱微观政治学，把它视为真正的

政治斗争领域”。他们指出，“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

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1]。  

在对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做了基本的区分之后，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实际上

并不存在截然不同、彼此分离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即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等力主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思想家，也强调政治既是宏

观政治，也是微观政治。同时，我们提出微观政治哲学，并非要彻底否定或完全取代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而是要明确指出传

统宏观政治哲学由于忽略了微观政治权力结构而存在的重大局限性。集中到一点，可以说，宏观政治哲学致力于对中心化的宏观权

力的宏观的、普遍化的思考和理性建构，它由于否认或忽略了多元差异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同宏观权力之间的多元互动机制而把

理性权力和宏观政治建构为历史的普遍的、决定性的力量。这种意义上的宏观政治哲学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的理论表征。  

首先，宏观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宏观政治或宏观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理性文化的宏大叙事的内核。换言之，宏观权力和

宏大叙事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一致的本质关联。当代各种文化批判流派常常把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

es)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批判。从深层次看，各种奠基于启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理性设计、以绝

对理性的普遍运动为核心的关于绝对真理的阐发等宏大叙事，之所以能够成立并成为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强有力的理性设计，重要

的原因在于，这些宏大叙事在深层次上建立在一种关于宏观权力的信念上。换言之，正是关于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之必然性、普遍

化、决定论的力量的信念支撑了现代性的各种宏大叙事。正因为如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自己的微观政治学中一方面批判组织化和

层级化的主体及主权的权力，把它描绘成“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反对国家式思维方式(state-thought)，反对普遍化秩序、总体性、

等级制的“哲学帝国主义”。他们明确指出，“我们不喜欢抽象。不喜欢一、整体、理智、主体”[2]。因为，“这种思想已经与

它从国家机器借来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标和道路，导体，渠道，机构等整个研究方法都是由国家机器界定的”[3]。抛开这

些论述中的一些极端说法，可以发现，其中关于国家权力同普遍化哲学之间的关联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启迪。  

其次，宏观政治哲学在现代性背景中已经成为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范式的典型体现。文德尔班在他的《哲学史教程》



中断言，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

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前者的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严密的理性逻辑、普遍的真理和知识体

系，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后者是由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开辟的实践哲学范式，其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人的天职和使命、正当生活

的价值和意义，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4]政治哲学显而易见属于实践哲学范式，它本应该反

对理性思辨的过分普遍化特征，展示人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但是，在传统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

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

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

规律和力量。  

二、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要点  

通过上述关于宏观政治哲学范式内在局限性的分析可见，如果我们依旧停留在宏观政治哲学的视野内，如果我们依旧受那种追

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统治，所谓回归生活世界只能是一种比较空泛的理论呼吁。在这种意义上，我

们应当充分认识微观政治哲学范式的意义，充分认识微观政治现象或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微观视

域与宏观视域相结合的政治哲学形态。  

在这里，首先应当对微观政治或微观权力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作用方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应当说，在不同文明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微观权力的形态和作用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微

观权力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例如，氏族、家庭、家族、宗族、血缘网络、乡里制度、民间组织，以及与此

相适应的家规家法、习俗习惯、礼俗乡约、道德纲常等自发的规范体系。这些控制机制既表现为政治权力，也表现为文化权力。随

着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现代社会中，除了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日常生活权力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微观权

力结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宏观的、中心化的理性权力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层面的渗透所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二是随着公共领域的扩

大、非政府组织的增加、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显而易见，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程度的提升，随

着政治权力多元化的进程，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简要描述微观权力的几种基本的作用机制。  

其一，与宏观权力同构的微观权力。在很多历史情形中，宏观政治体制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同深层次的微观政治权力或文化权力

的支撑密切相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形中，整个社会

从体制到具体运行都表现为围绕着家庭而形成的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宗法体系等日常控制机制的扩大，由此形成一个超稳定的国

家政权和行政管理体系。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福柯、德勒兹等人所批判的现代理性社会的微观权力机制。在这种情形中，中心化的、

理性的宏观政治权力机构凭借着渗透到学校、医院、军队等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个角落的微观权力而编织成一个全方位的“宰制

社会”。  

其二，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建立民主、法治、理性的政治体制过程

中经常受到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式、人情化的微观权力机制的严重阻滞。这充分说明，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控制模式，例

如民主体制、法治模式的建立，都不可能凭借一般的理论号召就得以确立，如果不考虑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微观

的、多元差异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和价值取向，是无法真正扎根的。  

其三，反抗宏观政治霸权的微观权力。后现代政治理论、话语政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等从不同视角不约而同地强调

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新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等微观政治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要保护自由、公正、平等、民主

的社会秩序和自主的生活世界体系不受某种总体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殖民化”，其有效途径并非简单地用一种新的中心化

的宏观权力来取代另一种宏观权力，而是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各种微观权力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

调控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几个主要特征和理论要点。  

首先，微观政治哲学通过拆除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的核心地位来解构各种普遍化的宏大叙事，把政治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多元

形态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形成多视角多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微观政治哲学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理论，它一方

面反对把宏观政治权力或宏观经济要素从社会历史的关联之中抽出来，放大为无条件的历史决定因素，而把其他因素边缘化为被决

定的、次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对运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排除历史因素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的多元性，把历史描述为类似

自然进程的因果必然规律和线性决定论的进程。微观政治哲学充分重视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各种可能的，包

括偶然的连接，重视历史进程中各种选择、模仿，包括各种权力模式和机制的生成，以及权力的抵抗等因素的作用，从而把人类历

史真正理解为不同于自然进程的人的生成的历史。  

其次，微观政治哲学在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的视野中，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形态的、多元差异的政治权力的地位

和作用，形成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理解模式。应当说，这一点是微观政治哲学最主要的贡献，它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体制和权力

机制的多元差异的特征，反对把政治的运作简单化为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确立和更替。对于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把握必

须坚持具体的和历史的原则，既要揭示特定文明时代和特定社会形态中微观权力机制的生成、进化、发育的状况，又要分析这些微

观权力结构同宏观权力结构的相互关联和交互作用，还要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对哲学微观权力结构作出价值判断，例如，自觉

地消解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机制，积极培育微观权力机制，促进政治权力同文化权力，同生活世界的协调发展。  

这一认识对于我们深刻把握20世纪人类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所环绕的核心问题，即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微观



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无论现代性的确立，还是现代性的危机，都不可能是一个中心化的、宏观的机制。具体说来，现代性本身包含

着相互关联的多重微观的维度，例如，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

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同时，现代性的危机，即理性的危

机，也不是一种宏观权力中心化、一体化的专制统治，而是弥散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微观权力的理性规训和规范。凯

尔纳和贝斯特在评价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政治理论时指出，“像福柯那样，他们的中心关怀是：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

段，这种统治以弥散于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的规范化话语和制度的增殖为基础”[5]。因此，现代性不是一个摆在那里

可以由我们讨论决定是加以捍卫，还是彻底抛弃的总体性存在。在中国的语境中，关于现代性和启蒙的争论同样不是一种笼统地坚

持还是拒斥的普遍化问题，不是一种理论哲学的宏大叙事，相反，首要的任务是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层面上具体分析

现代性的多元维度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确立，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控制机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危机，进而，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

上调动世界的和本土的各种文化资源对之加以修正和完善。  

再次，微观政治哲学通过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分析而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由此凸显出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因此，微观政

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与非日常世界中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的相对分离状态不同，日常生活世界呈

现为一个未分化的文化意义结构，因此，日常生活之中的各种微观权力机制实际上也是一些文化活动机制和文化领导权。正因为如

此，后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实现了政治哲学的转折，但是，由于对领导权等微观政治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并

进一步丰富了文化批判的立场。同样，我们看到，罗尔斯等人实现的政治哲学复兴，虽然依旧以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

权利等宏观政治理念为主题，但是他们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已经凸显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因此，他们的政治哲学也可以同时被看做价

值哲学和道德哲学。  

微观政治哲学同文化哲学视域的融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它使回归生活世界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

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微观层面

上，我们既可以揭示不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机理是如何阻滞宏观的现代政治、法治、经济体制的确立的，也可以在发达国家

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找到抵御宏观政治权力和经济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及对社会自由空间的理性控制的反抗力量。同

时，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等宏观政治理念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转化为内在的文化机理，才不会变成一种

抽象的口号和普遍化的宏大叙事。  

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方法与两种视域的结合  

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我们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坚持

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承认，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状况对于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都是不

同的，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宏观尺度上人类社会变革和革命的问题，在他那里，尚不存在微观政治哲学的思考。但是，马克思毕生

强调的具体化的方法论是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得以确立的重要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马克思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深恶痛

绝，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做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他们指出，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

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

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6]。因此，即使在研究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现象时，马克思也明

确反对那种从几条普遍的原理和观点出发，满足于思辨的逻辑推演的抽象化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实践时，总是把它

作为具体的、感性的活动，并揭示它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内涵：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7]时，其用意并非为人下一个定义，而是要表明，对人的认识必须涉及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在揭示现代

社会运动时，并非抽象地推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而是深入到劳动、价值、生产、交换、流通、工

资、资本、地租、利润、价格、供给、需求、市场等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述从抽象上升

到具体的方法论时强调，“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8]。  

因此，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地平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实际上，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把吃喝住穿等日常生活视作“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把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家庭关系

等视作“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9]。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

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凸显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

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  

进而，坚持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意义。  

迄今为止，西方许多思想理论流派在微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哲学方面做了理论的和具体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

源，但是，这些流派往往由于强调微观政治的意义而忽略甚至否认宏观政治的价值，具有片面性和极端性的特征。显然，马克思的

实践哲学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  

注释：  

[1]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150页。  

[2]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0页。  

[3]《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陈永国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  

[4]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32页。  

[5]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10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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